
图一：在昔日天乐戏院旧址上重建的天桥乐茶园，现在每天晚上仍有

不少天桥老艺人及其传人在此演出。

当代北京民众话语中的天桥
岳永逸

在《辞海》中，“天桥”辞条的第四项解释是：“地名。在北京市永定门内，

清末逐渐形成民间艺人集中演出的地区，经常有各种戏曲、曲艺、杂技、木

偶戏、武术等，以摆地摊方式在简陋的戏棚中演出。许多著名的民间艺人，

如清代相声艺人穷不怕、民初滑稽京剧演员云里飞等，都出于此。建国前受

流氓恶霸把持，也是藏垢纳污之所。建国后经过改造，建立了剧场、商场。”④

在笔者的调查和访谈中，不但不同报告者El中的天桥含义不同，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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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报告者在不同时间说“天桥”所指也不尽相同。如：“现在不少人都在说

天桥，你知道天桥这座桥究竟在哪儿?”“天桥的范围究竟有多大?”“你在海

淀区吧!你感到天桥这个地方仍然很穷没有?”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

适当参考文献材料及相关的研究资料，结合上述三个问题，探究“天桥”这

一话语共时性使用的不同含义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并试图通过共时性的探

讨粗略地再现天桥的历时性沿革。

天桥在哪儿

“你知道天桥究竟在哪儿吗?”这是在调查与访谈过程中，报告人常常

自豪地或挑战性地向我提出的问题。原因有二：天桥这座桥早已撤除，现在

不见一点痕迹；我年龄比他们要小得多，且又是外地人。我的报告人他们要

么自己亲眼见过，要么早就听祖辈讲过，那座曾经只能是皇帝祭天、祭农时

才通行的桥，或者曾经在桥头招兵的天桥②。

实际上天桥的位置在众多的文献材料都有记载，如《京师坊巷志稿》记

载：“永定门大街，北接正阳门大街，井三。有桥日天桥，桥西南井二，街东井

五。东南则天坛在焉，西则先农坛在焉。”@林传甲的《大中华京师地理志》亦

云：“正阳flJ'l"跨石梁三，今正重修。工程浩大，余八门各一。天桥跨龙须沟

中心。潘家河沿、莲花河诸水，由先农坛东北，过天桥，绕天坛北，纳三里河

东南流焉。”即天桥在今天坛路西口，永安路东口，天桥南大街北口，前门

大街南口等四条交通要道的汇合处④。这与老人们的回忆完全相符，但天桥

的形状，不同人的回忆就有些差异了。

据老艺人孙宝才回忆：他小时候见过的天桥桥身很高，站在桥南望不

见正阳门，站在桥北望不见永定门，桥面是用坚硬的花岗岩铺的，桥两边有

汉白玉栏杆，这座桥呈南北走向，是依照江南的石桥修建，桥下有孔可行大

船o。我的报告人，现在仍然健在88岁高龄的老艺人朱国良回忆说：桥南北

走向，白石头砌成，呈拱形，有三孔，形状高度都跟天安门外金水河上的金

水桥差不多。桥面两侧有石栏杆，桥面铺的石板，是平滑的，没有台阶。其

实，两位老艺人回忆中的差异是天桥在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的变化造成的，

因为朱国良要比孙宝才晚生约十年。

在二十世纪前四十年，天桥发生了三次大的变化，直至踪迹全无。光绪

32年(1906)因修建马路，此桥被改为低拱石桥；民国15年(1927)因铺设电

车路轨，改为平桥；民国22年(1934)因拓宽马路，把桥栏撤除，至此没有了

桥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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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此桥修建的确切年代已无从考证了，但根据《El下旧闻考》，元代

时，南郊是一片江南水乡的风光，元统治者的郊祭之所亦在南郊，所以此桥

修建的大致时间在元代应该没有错⑦。

称此桥为“天桥”，通用的解释是此桥是天子祭天、祭农时所行之桥，故

名天桥。《人民首都的天桥》、《天桥史话》、《老北京天桥》基本上都采用此

说，并指出这可能是民间俗说。在我的调查中，我的报告人并没有给我提供

类似的说法。这座桥的名称能被民众认同并推行开来，应该与下层民众的

认同心理有关。当臣僚在孟夏之后因天旱行常雩之礼求雨无效，遣官告天

神、地祗、太岁等三复不雨时，皇帝就会“御常服诣斋宫，不作乐，不除道，不

设卤薄”行“大雩”之礼，以求与天神沟通⑧。不管是在什么年代才允许民众

通行此桥，但只要是桥，民众都有特殊的感情，相信走桥可以去百病并因此

长寿，并相沿成俗。《北京岁华记》有载：“正月十六日夜，妇女俱出门走桥，

不过桥者云不得长寿。”《帝京景物略》云：“元夕，⋯⋯妇女相率宵行以消疾

病，日走百病，又日走桥。”⑨即在普通民众心目中桥与冥冥之中不可知的神

秘力量相连，而世俗世界至高无上的皇权同样是民众不可把握和捉摸的。

下层民众不但认同冥冥之中存在的神，也在同等意义上看待皇权。天桥因

此成了世俗皇权与神圣神权的沟通之桥。作为没有任何特权的下层民众，

此桥的南北两端皆通“天”。“通天”正是他们干百年来受大传统文化濡染所

认同的和期待的，因此“通天之桥”应该是一种可能的解释。

就现在的北京人而言，天桥究竟修建于何时，形状怎样，为何称为“天

桥”，已经不是他们所关心的了。随着时间的消逝，人们津津乐道、引以自豪

的是他们自己亲眼见过或者听说过曾经有那么一座桥。就这座桥而言，它

遗存在于人们记忆中的也仅仅是它二十世纪以来的变化。现今人们对天桥

形状及位置的叙说凝聚着也体现了历史的沧桑。

天桥有多大

“天桥究竟有多大?”这是我在调查中又一个经常被报告人反问的问

题。报告人李长荣、刘景岚、朱国良在他们的回忆中一再强调“天桥就是永

安路西南方圆二里大的那块地方”。李长荣老人不顾自己的感冒，冒着寒风

带着我给我一一指点这二里大的地方当年都是些什么场子、摊位、茶馆、戏

园子。他心中实际上有一幅永未消失的活地图。在一般民众的心目中，天桥

作为一个区域的名称有明确的范围：即那块给了他们童年生活种种乐趣

的，有各种表演的，包括三角市场、公平市场和先农市场等在内的方圆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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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后在天桥万盛轩剧场目址上翻建的万胜剧场

在拆除的天桥十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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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大的地方。这一范围与不同时期的研究者们所指的范围均有不同。

1936年的不少文献都提及天桥的范围。《江湖丛谈》记载：天桥的范围

东到金鱼池，西到城南游艺园，北至东西沟沿，南至先农坛、天坛两fJ@。此

说包括了天桥南大街以西，天坛路以北一带的果子市及估衣铺等集贸市

场。社会学家李景汉在为他清华的学生拟定的“天桥调查大纲”所指的范围

亦与此相同@。张次溪在《北平天桥志》中指出：至民国元年，天桥的界限已

扩至三四倍，“西北抵新世界，东北接金鱼池，西南至礼拜寺，东南则达天坛

坛门矣”。

二十世纪末期出版的《老北京天桥》画册中的《老北京天桥地区平面

图》所指范围要大的多：东北到金鱼池，东南到天坛公园西门，北到珠市口，

西到万明路、西经路，西南到南纬路。这样在二十世纪末，就部分对天桥感

兴趣的人而言，解放后天桥的范围包括了解放前的研究者们未包括在内的

城南游艺园、新世界游艺场。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可能与改革开放以来整

个国家“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政策指引和旅游热的兴起有关。当时乃至

延续到现在一直都有人在提出恢复“老北京天桥”的号召，并一直没有放弃

这种尝试。在画家王树声先生的带领下，位于朝阳区左安东路的“华声天桥

民俗文化城”已经在2000年春节开业，其目的是再现原汁原味的整套天桥

民俗文化。不论是出于什么目的，这种愿望是比较难达到的。1992年，在以

前天乐戏院的旧址重建的天桥乐茶园，现在在一般街坊和民众的心目中距

“老”字是越走越远了，多是外国人涉足其间，成了一种高贵、富、奢的象

征。

不厌其烦地陈列种种说法，并无意辩明谁对谁错。但这种种不同的界

说都是以民众心目中那块方圆不到二里的地方为核心的。如果把以学者为

代表的知识分子界定在中上层社会，那么这也反映了在中国这个大社会，

中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某种一致性。局内人和局外人

的这种差异造成了天桥这一地域概念的可伸缩性和延展性，也引起当今北

京民众使用天桥时语义上的含混。

在此，有两个明显的问题：为什么在当今北京民众心目中的天桥范围

会与中上层人士心目中的天桥范围有如此大的差异?这一带标志性的建筑

很多，为什么偏偏是“天桥”代指了这一带?

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似乎并不太难。因为我的报告人多是长年生活在天

桥的局内人——老街坊与老艺人。他们都是贫贱清苦出身，儿时因种种原

因生活在天桥一带并经常出没于天桥的种种演艺场子。在那里，面对纷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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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彩的演出，他们留连忘返，忘记了自己的贫穷与生活中的种种不幸。就

跟儿时的鲁迅将百草园视为自己的乐土一样，那种种撂地场子，熙攘喧哗

的人流就是现在这些仍然健在的老人们当年的乐园。尽管相当廉价，但集

贸市场的买卖仍相距贫穷的他们很远，他们不可能有钱出没于那些场所。

这在笔者的调查材料中，在关学曾、侯宝林、高凤山的回忆材料中都可以找

到充分的证据o。儿时常出没于这一小块地方，自然就是这一小块地方的印

象突出了。当然，这也与艺人本身丰富多彩的表演密切相关。中国人本来就

恋旧，何况又是老人，而且那逝去的东西又是永远都不可能再被复现的?相

对而言，著书立说者似乎要理智冷静的多。但与其如把“天桥”这一地域概

念在不同群体和阶层的人当中所表现出的差异简单看成是理智与情感之

间的差异，不如说是局内人与局外人两种文化视野之间的差异。局内人将

“穷”与“乐”相连，即“穷乐”；局外人则有意无意中把“贫”与“贱”相连，即

“贫贱”。这地方都是“自认为”与“他认为”有面子的人所不能、不愿涉足

的。

要回答第二个问题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问题所指的是“天桥”作

为一个实体性的称谓如何演变成为一个多少有些虚指成分的地域性概

念。考证推测虽非本文原意，但提出可能之说，或者有助于加深对问题的进

一步理解。最明显的理由是“天桥”这座桥正好是前面所说范围的地理中

心。虽然附近其他的建筑实体也很多，但其所指因与皇权、神权相连，都只

能是固定的，其外延不具有可扩展性。对一般的下层民众而言，天坛只能是

皇帝祭天的地方，灵佑宫、精忠庙是神的居所，也只能是宫观庙宇的称谓。

下层民众在抗拒皇权神权的同时，更多的是对皇权的屈从与依附。处

于被统治受支配地位的民众都有一种对自己没有的东西或嫉妒或羡慕的

心理，而中上层的种种特权正是下层民众所没有的，这样在千百年来的屈

辱生活中自然产生了一种趋上、迎上、媚上的心理。即民间与官方不是一种

简单的对立存在，而是一种互补性的存在，二者互相借用。从下往上丽言，

民众常通过对某种与统治阶层有关的权力、特权象征物的认同，或者就直

接是对某个精英人物的认同，使自己的身份地位得以象征性的认同或拔

高。这在中国人的祖先崇拜、行业神崇拜中都表现出相同的倾向。前者如闽

西十三坊人将祖先神蛤瑚猴王的信仰与历史上的将领王审知联系起来@。

后者如说评书的称周庄王是自己的祖师爷，将自己所使用的醒木与皇帝用

的“龙胆”，皇后、娘娘用的“凤霞”，宰相、大夫用的“运筹”，元帅将军用的

“虎威”，知县、知府用的“惊堂”及僧道和其他下层人物用类似物等同并列

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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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集拉洋片、数来宝、相声三种技艺于一身的天桥老艺人王学智先生。

起来，并且有“七木归源”、九木归源、“十三木归源”等不同的说法，这样自

然而然就使自己的身份地位被确认和拔高@。其他如唱戏的说李隆基是自

己的祖师爷，而长时间被江湖人所不齿的穷家门的人则声称自己的祖师爷

是范丹、朱元璋@，拉洋片的说唐朝大将袁天罡、李淳风是其始祖@。

“天桥”因其与世俗世界的至尊——一皇帝、和神圣世界的“神”相联的特
定内涵，与民众的低微地位的合力，使“天桥”成了这一带区域的代名词。当

然这还与官方的推行有关，如现在所能看到的民国期间种种公文通告对天

桥名称的使用，解放后对象“天桥街道办事处”一些相关名称的认定使用

等。

总之，天桥作为一个地域概念所指范围随着历史沿革在不同人的心目

中发生着变化。它在普通民众心目中表现出一定的恒定性。要对局内人和

局外人之间地域概念的差异有深切理解，就不得不对这一地域的发展进行

历时性地追述。

天桥穷吗

一位女士曾问我：“你是在海淀区住吧?天桥这儿很穷吗?不到一平方

公里，住了近两万人，好多都是两代甚至三代同屋!”客观地讲，她所说的情

———————o民置_究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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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兴致勃勃地在琉璃厂京味茶馆参加曲艺票房活动的相声艺人杜

三宝先生和弦师李嘉康先生。

况并未夸张。天桥街道办事处所辖范围在北京市二环路和三环路之间，作

为一个居民区，它确实显得贫穷：低矮陈旧破败的房屋，拥挤的巷子常常难

以通行，不得不侧身而过或者沿原路而返。当一个有限的空间填塞着很多

人时，其情况可想而知。天桥在解放前的喧哗热闹与现在人们津津乐道的

追述、学者的关注以及作为旅游资源的开发并没有给现在天桥的居民们带

来多少实惠，天桥的居民仍延续了它历史上就有的穷。为什么在观念L将

天桥与穷联系了起来?

元大都奠定了现在北京城的基础。在今天北京西客站及莲花池一带的

金中都旧城，元朝时就被称为“南城”，主要是下层贫苦人民居住的地方。据

《析津志》记载，这里的市场有穷汉市、脂粉市、鹁鸽市等，属大众文化消费

场所，此外，还有磨玉局、寺庙宫观等。到了一定的节日，北城的官员士庶们

就来此观赏踏青。

明初，前三门外还没有被包括在城市之中，由于城市人口的空前膨胀，

这里成了居民的集中搬迁之处。元代主要分布在钟鼓楼和积水潭一带的商

业区，因运道无法深入，只能终止于通州张家湾一带，因此商业区也只好向

南城转移，以与运河终点接近。据《天府广记》卷四记载，到，明代中叶，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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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居民的数量要倍于城内。而《日下旧闻考》转引《鸿一亭笔记》云“北京正

阳门前搭盖棚房，居之为肆，其来久矣”。但小棚小屋此起彼落，逐渐形成的

胡同并无规划，并曲折狭小。正式修建外城是在明嘉靖年间，当时主要是防

止蒙古部落的侵袭。外城城墙的高大雄伟程度远逊色于内城。即统治者在

把南城纳入城市规划的同时，又将其与内城区分开来，也将外城与城外的

世界区分了开来。在满族人入主北京后，这种区分被进一步强化。内城中只

能居住旗人。汉人，哪怕就是身居高官也只能住外城前门一带，如有名的纪

晓岚就住在虎坊桥附近。这样，将人的身份地位等级与人的住所用一条直

线连接了起来，一个人的住处就标志着这个人的身份地位等级层次的高

低。相应，在清朝从外地涌入京城的人，不论是赶考的、做生意的或寻求新

的生存机会的人都只能聚集外城。同样是在《日下旧闻考》中有记载：“今

正阳门前棚房比栉，百货云集，较前代尤盛。足征皇都景物殷繁，既庶且富

云。”@由此天桥所在的南城成为京城中最重要的和最集中的商业区、娱乐

区，同时也是平民区和贫民区。“北贵南贱”这句俗语不仅反映了城市生态

学方面的问题，也反映了城市分布与社会阶级、等级、职业、土著与外来人

等等社会集团之间的不同。

对此，赵世瑜有颇精当的描述：“与内城道貌岸然比起来，外城的世界

好像是大众的世界、世俗的天地。外乡人、卖苦力的，以及形形色色的‘下九

流’大都集聚在外城，那些在内城道貌岸然、憋得喘不过气来的达官贵人也

都要定时跑到这里来散心解闷。前门外大栅栏的戏园子和老字号、天桥、以

及著名的‘八大胡同’等等，都是他们时常光顾的所在。只有皇帝祭天时要

驾临的天坛，柏树森森，一片萧杀之气。”@

J949年前百余年的沧桑巨变不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南城贱、贫这一格

局，反而在某种意义上强化了这一格局。

日薄西山的清帝国，使已经习惯“岁管钱粮月管银”，惯于吃喝玩乐的

过着“非农非工非士非商”的满族人从富贵悠然的境地一步一步地堕入贫

穷@。而清帝国的灭亡加速了这一节奏。“人穷了当街卖艺，虎瘦了拦路伤

人”。不少下层满族人不得不流落街头，用他们以前仅仅是用来显示自己尊

严高贵的业余爱好养家糊口，而不少满族妇女沦为妓女。天桥一带由于数

百年长期形成的娱乐区、贫民区自然成了这些人新的处所。不论怎么样，这

儿人多，这些陷入穷途末路的人或许还有一条活路。虽然各人的具体情况

有异，但相声艺人张三禄、“穷不怕”朱少文、踬跤的宛八老爷等都是这样踏

上天桥这块土地的。西方人Jermyn．Lynn就此情况在1930年有过描述：

——⋯—-o民置嵋究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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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不幸民族的妇女和儿童所经受的痛苦更甚于族中的男人⋯⋯许多非

常漂亮年轻的姑娘在妓院里卖身，天坛附近的天桥大多数女艺人、说书人、

算命打卦者都是满人。”国连阔如对这一巨变和天桥的兴旺是这样解释的：

“人民国以来，时代改变，汉满蒙24旗人，没了铁杆庄稼，丢了老米树，方字

旁的落了价。城里头除了隆福寺、护国寺还有各种杂技场有人游逛，其余的

地方，就都灯消火灭了，天桥才日见兴旺，亦是香厂新世界、城南游艺园陪

衬着兴旺起来的。”@

而天桥众多的被称为暗娼、游娼、野鸡等低等级妓女，四处乞食的乞

丐，更强化了它在人们心目中的丑陋形象。红极一时的名妓赛金花晚年就

流落天桥惨淡度日。1918年，民国政府曾在天桥开办一乞丐收养所，原本

预计由1918年7月起至1919年4月收养乞丐80名，可至1918年11月

27日，已增收乞丐180余名@。由此可见，当时天桥一带乞丐之多。据王学

智老人回忆，刚解放时，政府曾将前三门外的乞丐集中遣散，也共计有一两

百人。

这些云集在天桥的妓女、乞丐、艺人等是被以士、农、工、商为主体的主

体社会及他们自己曾经生存过的家庭、宗族排斥在外的。对于这些游离于

主体社会之外的边缘人，士、农、工、商都不屑于用他们的价值观去衡量和

评判。妓女、乞丐及艺人等都是靠以自己肉体(包括言语)的夸张、扭曲、变

形、陌生化来维持生计。主体社会中的“正常人”——良民不敢做的事不敢

说的话，他们都可以说、做，因为他们早就无所谓面子，也没有面子。蟹生活

在北京内城的被主体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正常人可以借助对他们言行表

演的认同，来潜在的表达自己的不平，在指指点点的同时，表现出一种基督

式的宽容和圣母玛利亚式的慈祥，如对大兵黄的骂街、云里飞的怪相，妓女

们或者言不由衷的淫荡、乞丐的肮脏无赖可怜等等。十分做作的表演、偷

情、淫荡、无赖等行径在良民中并非没有，但这些都是作为一种“悠然的象

征”和“雅致的标签”。

在天桥生活的不少人，如抬杠的、拉洋车的、拾破烂的、剃头的等也都

是被主体社会不同程度的拒斥。北城没有他们的立锥之地，农村也无法存

身，只好借此栖身。正是因为他们对乞丐、妓女、艺人在相当程度上的认同，

妓女、乞丐、艺人才得以在天桥存活下去。易顺鼎在《哭庵赏菊诗序》中云：

“天桥，⋯⋯自前清以来，京师穷民，生计日艰，游民亦日众，贫人鬻技营业

之场，为富人所不至，而贫人鬻技营业以得者，仍皆贫人之财。”

这样，早在天桥诞生、“繁荣”之日起，“天桥”不但与神圣、神秘(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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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相连，也与邪、恶、丑、脏、贫联系在一起。

也正因如此，一般勉强能维持支撑生活的人，骨子里是对天桥不屑一

顾的。因为一到那儿去，妓女、乞丐等身上的脏气、邪气、穷气和没有一点脸

面似乎会传染似的。这些都是习惯于“耗财买脸”，把面子看得比命都还重

要的北京人所不能容忍的。当年已经落魄但尚能维持生计的满族老人祁继

红女士回忆说：“姑娘给婆婆家不能给唱戏的，不能给推头的。推头的得站

着给人推，唱戏的你坐着听他站着表演，这都是下等人。⋯⋯那会儿天桥让

我们住我们都不住，说那儿是下流之地，有唱戏的，还有窑子，姑娘不让带

着上那边去，一般的好人都不去。”@而幼年就在北平生活的汉族人王告诉

我：小时候他也听说天桥有许多好看的，好听的，好玩的，自己心里也向往

不已，但大人根本就不准去，说那儿脏东西多。

有趣的是，这种思维方式并没有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中断、改变。相

反，解放不久声势浩大地对天桥“四霸天”的整治，对一贯道的清理，对妓女

的改造，和以改造妓女为主题的电影《姐们妹们站起来》的播放，老舍话剧

《龙须沟》的播布比起把天桥杂巴地撂地的艺人提升到民间艺术家的高度，

所产生的影响要大的多。因为除了极个别的艺人外，大部分艺人都被分派

到了各地的曲艺团、杂技团，就普通的百姓而言，要象以往那样看比较廉价

的表演反而难些了。但对邪恶的清洗，相反则在无形中加深了一般人对它

的印象。天桥不光是跟已有的贫无法脱钩，邪恶、不洁如鬼魂附体一般，成

了它挥之不去的影子。穷、贫、贱就这样经过岁月的磨合，有机的融合在一

起。

我的一位报告者给我讲了一个这样很有典型意义的故事，那已经是解

放后很长的事了。他的一位同事因上班工作太远的关系，就与同样有此困

难的另一位商议换房。如果换了，对双方都非常方便。可当对方一听他这同

事在天桥住时，就断然拒绝了。我的报告人接着就很感慨地说，“一说天桥，

人们心中就有这个意识——天桥没好人!”

同是靠卖艺为生的艺人，尤其是唱戏的，街南(天桥这座桥以南)与街

北(天桥这座桥以北)之差，更令人惊讶。街北的艺人是不屑于与街南的往

来的。“你街南的唱得再好，也到不了街北。为什么叫梁益鸣‘天桥的马连

良’，不就因为他去不了街北吗?”而“在街北唱的艺人，一旦落魄了，情愿走

大穴(出关，即出走东北)或改行也不会到街南来。一来他的身价地位就全

没了!”这些都是在调查中时常都能听到的很普遍的说法。就是现在的艺

人，如果自己的师承是街北传下来的，是显得非常自豪的。

—————o寓置研究20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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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笔者与天桥老艺人、琴书泰斗关学曾先生(左)合影。

当我们简单地回溯了以上这些因素后，再来思考回味在世纪之交的时

候“天桥穷吗”这个问题时，是难以平静的。它反映了当代北京民众的一种

两难心境和困惑的思索。即，经过数百年的累积，当人们提出这个问题时，

“天桥”的所指已远离了那座桥的实体和它的地域范围所指，而成为一种思

维符号，一种象征或者是隐喻。正如雅美人的木盘与雅美人的思维一样，

“对雅美人而言，木盘已不仅是适于用的(good to USe)，同时也是适于想的

(good to think)”@当然，在天桥成为一种象征或隐喻时，在不同人的思维中

有不同的象征或隐喻。“天桥是民间艺人的摇篮”中的“天桥”是赞颂性的、

慈祥的、肥沃的、多产的，将天桥幻化为民间艺人的“母亲”。而对传统陌生

并向往或者思念的人而言，“天桥”就笼罩上一层神秘而又圣洁的轻纱，古

朴、率真、而又任性。

结论

在普通民众的话语中，“天桥”有三重内涵：一是以前皇帝祭天、祭农

时，从紫禁城出来到天坛、先农坛时所要通过的那座桥，那座历史上实实在

在的建筑实体，即“天桥在哪”中的“天桥”；二是以这座有形或者无形的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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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的这一带地方，包括各种文献材料、地图上所划入天桥这一名称之

下种种大小不同的地域范围，即“天桥多大”中的“天桥”；三是作为文化符

号、思维代码存在于人们思维与意识中的天桥，它反映出人们的价值观念、

伦理道德、善恶喜好和社会认同等，即“天桥穷吗”中的“天桥”。

但这三重内涵不是截然分裂的，而是环环相扣，紧密相连又互为表里、

互为前提、互为因果。天桥最初作为一座仅供皇帝通行的桥的功能就已经

大致决定了它可能会有的文化意义——北贵南贱。天坛、先农坛这些皇帝

也不得不跪拜的神位之所，没有能够改变世俗世界的这一格局。民众在思

维观念上对此桥的认同，加之桥本身的地理中心位置就预示了它将成为一

个地域概念，从而多了一些虚指成分。当天桥成为一个地域名称时，其文化

含义也就进一步扩大。因为此时所指陈的对象已经由皇帝转向生活中的大

多数人——贫苦人及被主体社会排斥在外不入流的人。而源出于前两层含
义的第三层含义则远离了前两层含义的实指性，并不断强化前两层含义的

文化内涵，增加前两层含义的虚指性。这样天桥的三重含义紧密相联，重重

包裹成为一个自足的统一体，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多种解构的可能性。

总之，天桥作为一种文化符号，随着时代的演变推移，有了文化表演和

情感的内涵，同时也成为人们价值评判、文化认同及分类的标准。天桥这座

有形的桥尽管已经消失，但它却仍然无形的坐落在那儿和人们的心中，成

了尘世高低贵贱、贫富好坏、善恶美丑的一条分界线、一道分水岭，同时又

散发着彩虹和鹊桥般五彩而又神圣的光环。当我们再来回顾《辞海》的解释

时，那解释在简明的同时也就单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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